
论先秦儒家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理路

[摘 要] 由于儒家在政治伦理方面存在理论困境，在一段时期内，并未对周公摄政、归政、杀兄等

史事做出自洽的解释，因此造成了周公圣化的理论障碍，并在战国形成了孔子批评周公“非仁”

“不圣”的说法。《墨子》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思路，为孟子、荀子等在儒家学说体系内解决周公

圣化的问题，奠定了论证基础与思想准备。孟荀圣人学说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，将周公纳入其

道统之内，提高了儒家学说的地位以及在历史经验上的话语权，周孔之道由此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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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从周公“非仁”“不圣”说谈起

周公作为“大儒之效”[1](p114)，孔子曾以“不复梦

见周公”为憾 [2] (p5390)，后世亦尊周公为元圣，与孔子

并称。然而，《墨子·非儒下》却称孔子曾言周公“非

仁”，《尸子》亦载孔子曾云：“周公其不圣乎？”[3](p305)

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中齐大夫陈贾也讥周公“不仁”

“不智”[2](p5867)。从这些记述可见，至晚在孟子之时，

世上仍流传着一种周公“非仁”乃至“不圣”的声音，

甚至这种说法被认为源自孔子之口。以往的研究，

多就事论事，以此为墨子虚构之说，否定对周公的

批评出自孔子[4](p36)，而未将这种传说置于周公圣化

的问题中，考察其形成的具体原因。实际上，无论

对周公仁性与圣性的批评，是否真正为孔子所言，

至少说明在周公的圣化过程中曾经存在着某种障

碍，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儒家学说内部未能在理论上

解决这一障碍，如此墨子等才能将对周公仁性、圣

性的否定归咎于孔子。那么，“孔子称周公非仁、不

圣”究竟何以形成？其学理基础与核心问题何在？

以孟、荀为代表的孔子后学，又是如何回应与解决

周公圣化的理论障碍的？本文试论之。

一、“孔子称周公非仁、不圣”说的形成语境与

理论背景

在现存传世文献中，“孔子称周公非仁、不圣”

的说法，最早见诸《墨子·非儒下》，其载曰：

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，曰：“夫舜见瞽叟孰然，

此时天下圾乎？周公旦非其人也邪？何为舍其家

室而托寓也？”孔某所行，心术所至也。其徒属弟子

皆效孔某：子贡、季路，辅孔悝乱乎卫，阳货乱乎齐，

佛肸以中牟叛，漆雕刑残，莫大焉！夫为弟子后生，

其师必修其言，法其行，力不足、知弗及而后已。今

孔某之行如此，儒士则可以疑矣！

《墨子》此处“周公旦非其人”为“周公旦其非

仁”之倒[3](p305)，意即称孔子曾因周公“舍镔家室而托

寓”批评其并非仁人。另外《尸子》也载：“昔周公反

政，孔子非之曰：‘周公其不圣乎？以天下让，不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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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民也。’”[3](p305)亦称孔子因周公归政成王“以天下

让”，认为其“不圣”。“非仁与不圣之论略同”，周公

若非仁自然不圣，故二者所述当为一事。

从《墨子》引孔子评周公语的语境看，墨子转述

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借孔子之言非议周公，而旨在批

评孔子与儒家。墨子认为，孔子之徒皆言行不一，

即一方面主张“君君，臣臣”，反对“犯上”“作

乱”[2](p5335)，一方面却又对周公返政“托寓”的传说颇

有微词，而孔子“知白公之谋，而奉之以石乞，君身

几灭，而白公僇”[3](p298)，其徒子贡、季路、阳货、佛肸

等，皆是以忠君为名，行犯上之实，故讥讽“孔某之

行如此，儒士则可以疑矣”[5](p431)。墨子对孔子及其

弟子“犯上”之行的叙述与评价，出于学派意气之

争，可信度不高，近代学者多有批驳，如康有为即称

此说为“墨子在孔子之后，有意争教，故攻孔子者无

所不至”“其人乖僻褊谬，不待论其学术之是

非”[6](p353)。栾调甫《墨学讲义》亦认为墨子所述为：

“亲见儒者辟墨之辞，不觉奋起愤怨之私，采摭野语

横致诽难。”

由于墨子引孔子的话语存在恶意动机，其对孔

子的诽难也或不符事实，所以以往一般对其引孔子

之言亦持怀疑态度。如有的学者即指出孔子非常

推崇周公，曾盛赞“周公之才之美”，乃至以“不复梦

见周公”为憾，因而“似乎不可能私下攻击周公的为

人”，认为孔子批评周公的言行，是墨子所伪造

的[7](p2001)。但一方面，如前所述，《墨子》所引亦见诸

《尸子》，如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虽对墨子批评孔子之

事不以为然，但亦称孔子云周公“非仁”“不圣”，是

“盖战国时流传有是语”，未敢轻断其真伪。另一方

面，查《论语》所载，其中确未有孔子称周公“仁”

“圣”之记录，且孔子曾盛赞管仲在辅桓公之事上

“如其仁”[2](p5456)，但又云“管仲之器小哉”，批评其不

俭 、不 知 礼 ，故 孔 子 论“ 仁 ”，往 往 是 就 事 论

事[2](p5361)。同时，孔子对“圣”的要求甚高，《论语·雍

也》载子贡问孔子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是否称得上

“仁”，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

诸！”依其意，则圣更高于仁，尧舜在“博施于民而能

济众”这件事上也未足圣，更何况周公。孔子自己

亦称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”，即便孔子称某人不仁、

不圣，亦不妨其为有德君子 [2] (p5395)，故孔子虽美周

公、梦周公，却未必不可针对特定事件，对周公的行

为做出“不仁”“不圣”的批评。

在《墨子》中，“孔子”对周公“非仁”的评价，是

由评“舜见瞽叟”一事引出的，《孟子·万章上》也载：

咸丘蒙问曰：“语云：‘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

父不得而子。’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，

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

曰：‘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！’不识此语诚然

乎哉？”

咸丘蒙虽未提及周公，但亦称孔子曾批评舜身

为天子见瞽瞍却“其容有蹙”，使天下陷于危岌，并

询问孟子此语是否可信。尽管孟子引经据典，极力

辩称“此非君子之言，齐东野人之语也”[2] (p5950)，但

“孔子”此语在战国时流传甚广，《韩非子·忠孝》亦

载：“记曰：‘舜见瞽瞍，其容造焉。’孔子曰：‘当是时

也，危哉！天下岌岌，有道者、父固不得而子，君固

不得而臣也。’”故赵岐亦疑称“不知此语实然乎”，

未敢轻易以孟子之是非为是非，后孙奭《疏》也只缘

经注疏通，未对咸丘蒙所述真伪进行辨析[2](p5950)。

综合《孟子》《韩非子》所载，可见“孔子”评周公

“非仁”“不圣”，并称“舜见瞽叟孰然”导致天下岌

殆，是基于“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”这

一观点而形成的判断，对于周公的批评，便在于其

作为“盛德之士”，不该囿于君臣之伦而“舍镔家室

而托寓”，乃至“以天下让，不为兆民”。“孔子”的这

句话，在春秋晚期乃至战国后期，是一种极为流行、

众家皆知的说法。即便后来孟子代表的儒家不承

认这种观点来自孔子，并否定了它的正确性，但是

墨家、法家、道家的不断引述，至少说明“孔子”的这

种与其所宣扬的“君君，臣臣”之道相悖的评价与观

点，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孔子及儒家有关学术观点的

普遍认知。这种认知的形成并长期存在，以及《墨

子》以此为标靶攻击儒家言行不一，显示了孔子与

早期儒家学说在一些政治伦理问题上存在的解释

空白与理论困境。

由于处于学术发轫期，尚未形成争鸣的压力，

孔子与早期儒家仅将伦理、道德视作一种现成的、

肯定的价值和行为，因而对其主张的社会、伦理秩

序的理论依据，缺乏关注与详赡的讨论[8](p146)。孔子

面对春秋时期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的

问题，主张“克己复礼”，提出了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

子子”的观点，宣扬“正名”，致力于尊尊、亲亲秩序

的恢复与维持[9](p55)。然而儒家所推崇的周公与舜，

出现了臣不臣、子不子、弟不弟的问题，反映的则是

尊尊与亲亲秩序之间的矛盾。同时，儒家主张“君

主作为人民道德楷模”的观念 [10](p44)，以及对圣王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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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政治的鼓吹，确立了“德位合一”的政治理

想 [11](p40)[12](p101)，而“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

子”的问题，恰恰触及了德、位的矛盾，以及德位合

一理论与传统君臣、父子伦理秩序的冲突。这些都

是孔子没有明确做出解释的空白地带，而随着战国

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复杂，尚贤与禅让学说逐渐兴

起，这些悖论构成了儒家的理论困境，也成了其他

学派攻击儒家学说的口实与理据。

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载陈贾云“周公使管叔监殷，

管叔以殷畔。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；不知而使之，是

不智也”，质疑“圣人且有过与”。其目的虽在由“仁

智，周公未之尽也”，主张人无完人，但是孟子亦因

之认为周公确有过错，与“孔子”之说相互参详，可

知春秋、战国时对周公仁、圣的质疑也主要与对周

公诛管蔡、周公居东、舍位归政等摄政前后史事的

评价有关。其问题的核心，一是如何阐释周公与成

王的关系，以及二者两次权力让渡的合法性与合理

性；二是如何评价周公诛杀兄弟的正当性与必要

性。而这些对这些史事的评价标准，恰恰涉及德位

关系问题及尊尊与亲亲之间的矛盾。由于儒家在

政治伦理方面存在的理论困境，使得在一段时期

内，并未对上述周公史事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，因

此也造成了周公圣化的理论障碍。同时，孔子虽崇

仁圣，但却一方面就事论事，对二者的内涵与外沿

未做出明确的定义，一方面又对圣人陈义甚

高[13](p13)，这也为孔子评周公非仁、不圣说的流行，提

供了合理性。

二、墨家学说对周公圣人地位的强调及其学理

突破

如前所论，孔子曾以不梦周公为憾，儒学在后

世被称为周孔之学，但是在《墨子》乃至《尸子》的时

代，却流行着孔子否定周公的仁性与圣人身份的言

论；相反，《墨子》极力非儒，在引述“孔子”批评周公

的话语时，却忿称“孔某所行，心术所至也”，表示并

不赞成“孔子”对周公的非议。一般认为，墨出于

儒[8](p96)，如《淮南子·主术》云：“孔丘、墨翟修先圣之

术，通六艺之论。”《要略》也称“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

孔子之术。”故此，墨子同孔子一样，既推崇先王先

圣，又极重经典文献的传述，也就继承了孔子对周

公的推崇。如《墨子·贵义》即载墨子南游，“关中载

书甚多”，其弟子不解，墨子则以“昔者周公旦朝读

书百篇”为答，并赞周公“其修至于今”。因孔墨均

习六艺而尊周公，乃至其后有传“孔丘、墨翟，昼日

讽诵习业，夜亲见文王、周公旦而问焉”[14](p653)，以二

者皆为周公后学。

不同的是，由于墨家既学儒者之业、先圣之术，

又要非毁孔子，自立门户，不甘为儒后学，因此必然

要在六艺之论的传述上，更加强调周公的地位与作

用。同时，《吕氏春秋·当染》载：“鲁惠公使宰让请

郊庙之礼于天子……其后在于鲁，墨子学焉。”鲁之

郊禘皆因周公而行，其庙祭也以周公为主，世又传

周公“多才多艺，能事鬼神”[2](p416)，故习清庙之守而

主明鬼之说的墨家，在孔子对周公之于宗周礼乐贡

献的赞赏之上，又多了一重宗教层面的崇拜，正因

如此墨子才会极力反对“孔子”对周公的非议。

在周公的圣化问题上，孔子不言周公仁圣，其

弟子亦尊其师甚过周公，墨家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周

公为圣人，其德亦远高孔子。如《墨子·公孟》云：

“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，关叔为天下之暴人，此同服

或仁或不仁。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。”其意虽在

否定儒家在形式上的复古，但却明确地指出周公为

圣且仁。而后公孟称：“今孔子博于诗、书，察于礼

乐，详于万物，若使孔子当圣王，则岂不以孔子为天

子哉？”墨子则反驳说：“夫知者，必尊天事鬼，爱人

节用，合焉为知矣。今子曰：‘孔子博于诗书，察于

礼乐，详于万物’，而曰可以为天子，是数人之齿，而

以为富。”暗指孔子并非“知者”，遑论圣人，且称孔

子“博于诗、书，察于礼乐”是“数人之齿，而以为

富”[3](p454)。墨子称周公为圣人，而周公为诗书礼乐

之缔造者，故其意即在讥孔子为“数周公之齿”，可

见在墨家眼中，其所习先圣、六艺之学，是承自周

公，而非受于孔子。

《墨子》主张“兼爱”，反对儒家“亲亲有术，尊贤

有等”，要求消除“亲疏尊卑之异”，在治国层面提倡

以义为准则的尚贤政治，主张“不义不富，不义不

贵，不义不亲，不义不近”[3] (p66)。这是对儒家基于

“天命”与血缘所建立的尊尊亲亲秩序的颠覆，也就

在源头上破除了“德位合一”问题在传统尊尊亲亲

秩序内部的存在的悖论。墨家这种对儒家政治伦

理思想“入室操戈”式地扬弃，恰恰有助于改变以往

儒家针对周公史迹评价的无措与失语，使周公的圣

化在墨家学说内部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据与空间。

具体来说，首先，《墨子》破除尊卑与亲疏限制

彻底的“尚贤”主张与圣王学说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

语境下，重新明确了周公主政在道义上的正当性，

也提供了其返政的合理性。《墨子》反对儒家鼓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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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命彝伦、尊贤有等，称“虽天亦不辩贫富、贵贱、远

迩、亲疏、贤者举而尚之，不肖者抑而废之”[3](p50)，如
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等皆因其贤圣“率天下之万民

以尚尊天、事鬼、爱利万民”，而后“天鬼赏之，立为

天子，以为民父母，万民从而誉之曰‘圣王’”[3] (p59)。

这种圣王论将儒家的“德位合一”理念建立在绝对

尚贤政治的基础上，实现尊贤“无等”，有德者必有

其位。因而，墨子虽未明确指出周公有天下，但周

公作为“天下之圣人”“多才多艺，能事鬼神”，相比

于管蔡及幼年的成王，显然更具备“摄政君天下”的

资质，这也就为周公主政提供了合理性[15](p710)。

同时，《尚贤中》引：“传曰：‘求圣君哲人，以裨

辅而身’，《汤誓》云：‘聿求元圣，与之戮力同心，以

治天下。’”认为圣王统治的延续，同样要依靠圣贤

的任用，并称：“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，

无异物杂焉，天下皆得其利。古者舜耕历山，陶河

濒，渔雷泽，尧得之服泽之阳，举以为天子，与接天

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”[3] (p58)将圣王政治、尚贤学说

与当时流行的禅让传说结合起来，主张圣王可以将

圣人“举以为天子”，实现了在“德位合一”前提下圣

权与王权的转化 [10] (p44)。《周书》载周公为武王“达

弟”，因“大有知”，武王乃命周公与其“兄弟相

后”[15] (p478)。在周季由春秋“陪臣执国命”向战国重

构君主权威的特殊时期，这种以有经典支撑的转化

模式的提出，显然为周公摄政的合法性重新提供了

一种自洽的诠释方式。而依照这种逻辑，当成王在

周公的辅佐下，获得圣性，周公又“以天下让”“复子

明辟”[2] (p455)，同样合理，“不为兆民”之评自然不成

立，故“周公旦佐相天子，其修至于今”。

其次，《墨子》将道义而非尊卑血缘，作为评价

是非的最根本标准，解决了周公出处抉择与儒家传

统政治伦理的矛盾。面对“孔子”所云周公“舍其家

室而托寓”的问题，《墨子·耕柱》称：“古者周公旦非

关叔，辞三公东处于商盖，人皆谓之狂。后世称其

德，扬其名，至今不息。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，

去之苟道，受狂何伤！”其“东处于商盖”之义与《尚

书·金縢》“周公居东”之说相合，言周公舍弃天下与

家室而托寓为“避毁就誉”，其选择是“为义”的结

果，因而“称其德，扬其名”。孔子曾谈及君子对天

下的态度，其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

也，义与之比。”但未将其引论至王权的授受问题

上，春秋素有“周公飨义”之说[2](p4471)，墨子将周公的

出处抉择全归于义，而不取于私，实际就是孔子所

云的“义与之比”，这也使得无论在儒墨学说内部，

还是在社会舆论角度，都使得周公对权力与万民的

放弃获得了不违仁义的合理性。

至于“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”，子大叔曾为之辩

称“夫岂不爱，王室故也”[2](p4391)。然其“杀兄”之行，

毕竟大悖于儒家主张的长幼有序、兄友弟恭的“孝

悌”之伦，郑伯诛其弟何尝不为“王室”，《春秋》仍以

微言大义刺为“郑伯克段于鄢”。故《孟子》中陈贾

以此称周公不仁、不知，《庄子》中“满苟得”亦讥之

为“儒者伪辞”[16](p1005)。而《墨子》主张“不义不贵，不

义不亲”，将“义”绝对化作为“亲”“贵”的前提，其既

称“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，关叔为天下之暴人”，则

圣人周公诛暴人管叔，自然为“大义灭亲”之

举[2](p863)，无可非议。

最后，《墨子》主张“取法于天”，将尚贤等理论

通过“义”归统于“天志”“鬼神”，使周公的圣性在

《墨子》学说体系下，获得了形而上的依据。孔子虽

言“天命”“天生德于予”，周亦旧有“以德配天”“惟

天明畏”之说[2](p466)，但孔子“不语怪力乱神”，其关注

的仍是天命与德的互动关系，以及上天对违德之行

的惩戒，并没有在天人感应层面上，明确地将上天

意志与人间伦理严格对应统一起来[4]。《墨子》称“天

欲义而恶不义”，将圣王之得位，归因于贤圣“率天

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”而致“天鬼赏之”[3] (p59)，同时

又认为“义果自天出”，以天为“仁义之本”，顺天则

义，不顺天则不义。这种将天志与道义完全结合起

来的做法，比孔子“义与之比”的标准更具有不可置

疑的权威性。在这种逻辑之下，周公“尊天事鬼，爱

人节用”，其摄政、诛管蔡、居东、返政，均是“为义”

的结果，所做出的选择是天志的反映，以往对周公

史事的争议，在墨家学说体系内，并不能构成否定

周公“仁”“圣”的理由。正因如此，相比于孔子与早

期儒家的语焉不详，甚或非议批评，《墨子》方可能

明确地肯定周公为“天下之圣人”。

三、孟、荀圣人学说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诠释与

解决

随着战国“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”，

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，百家争鸣的趋势愈演愈

烈 [16] (p288)，孔子后学面对“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

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”的学术形势，感受到

“正人心，息邪说”“言距杨墨”的迫切需要[2](p5904)，开

始着手填补儒家学说的理论空白与逻辑链条。圣

人作为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，是儒家学说的终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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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，为与邪说相抗就必须解决圣人概念、成圣路径、

圣人谱系、圣人的王化等问题。周公作为孔子推崇

的历史人物，因而此时有必要，也有条件，在儒家话

语体系内，对周公形象与儒家的关系进行总结，解

决其圣化的问题 [17](p91)。其中孟子与荀子的圣人学

说，在吸收前学与他派圣人论的基础上，对周公的

圣化问题，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，以不同的方式

解决了周公圣化造成的理论障碍。

（一）孟子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

孟子在辟墨的过程中，一定程度上批判性地吸

收了墨子的尚贤、贵义、天志、兼爱等思想，为儒家

在理论上解决周公圣化的理论障碍，提供了一些新

的思路与角度。孟子在先天性善论的基础上，建立

了更富弹性的圣人论，为周公的圣化提供了更加宽

松的理论空间。相比于《墨子》中只要“率天下之万

民以尚尊天、事鬼、爱利万民”，便可得天鬼之赏立

为圣王的便利可行，孔子对圣人的阐述太过高深，

乃至其自己亦称古今未有圣人，使得儒家的圣人论

变得空虚渺茫。孟子倒转了孔子的圣化模式[18](p53)，

将仁义礼智，转变为人生而有之的本心。故“圣，譬

则力也”[2] (p5962)，圣化只不过是一个修行复性的过

程，人皆可致。如孟子以尧舜为圣王，“言必称尧

舜”[2](p5874)，而称“子服尧之服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，

是尧而已矣”，故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[2](p5996)。由于孟

子认为圣人是可力致的，其用力不同，成圣的途径

与规模也不同，这种更加多元的圣化模式，使得一

些原本道德并不完满的人物亦得以圣化。如《孟

子·万章下》称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

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”伯夷、

伊尹、柳下惠虽“不同道”，但皆备仁心，“其趋一

也”，故皆圣，甚至子夏、子游、子张虽未至圣，亦“皆

有圣人之一体”[2](p5842)。

尽管孟子仍尊孔子甚过周公，称“自生民以来，

未有盛于孔子”[2] (p5842)，但面对当时对周公“仁”与

“圣”的质疑，孟子也与墨子一样，明确地肯定了周

公“古圣人”的地位。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载陈贾因

周公“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”而诘难“圣人且有

过与”，孟子解释称：

周公，弟也；管叔，兄也。周公之过，不亦宜

乎？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

古之君子，其过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见之；及其更

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又从为之辞。

不同于墨子将义置于长幼伦理之上，进而主张

周公诛杀“天下之暴人”的绝对正确，孟子则首先承

认在任用管叔监殷却最终致其叛乱身死一事上，周

公确有其过错。但同时，他又从传统的亲亲之情角

度为周公辩护，认为二人既为兄弟，周公未能预料

到手足的叛乱，也是合乎情理的，反而能证明周公

之仁心。

同时，孟子将子贡所云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

食焉”进一步发挥[2](p5503)，认为周公作为圣人同样可

以有过错。孟子这种富于弹性的圣人论，使得以往

对周公在一些事件上“非仁”“不知”的非议，都无法

构成否定周公圣性的依据。即周公即便有过，但因

其“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”之才，凭借“相武王，诛纣

伐奄”使“天下大悦”以及“兼夷狄，驱猛兽，而百姓

宁”之美，亦足以与“禹抑洪水，而天下平；孔子成春

秋，而乱臣贼子惧”之德并列为圣[2](p5903)。

而针对舜与周公“不臣”“不子”的公案，孟子仍

坚持在传统的伦理秩序内部，通过对历史记述的重

新阐释，寻找圆通的解释。如关于咸丘蒙引述的

“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

朝之”，孔子批评“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”一事，孟子

回避了孔子的评价，而直接否定了这一传说的可靠

性，认为尧在位时，舜为摄政，不存在“尧帅诸侯北

面而朝之”导致“二天子”的情况。对于舜见瞽叟所

表现出的“尊尊”与“亲亲”的矛盾，孟子则引《书》辩

称所谓“父不得而子”，是因舜贵为天子，而“孝子之

至，莫大乎尊亲；尊亲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养。为天

子父，尊之至也；以天下养，养之至也”[2](p5905)。虽略

显牵强，亦使悖论暂得消弭。

《孟子·万章上》载：“万章曰：‘尧以天下与舜，

有诸？’孟子曰：‘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’‘然则

舜有天下也，孰与之？’曰：‘天与之。’”孟子坚持将

君臣父子伦理与“德位合一”的理论调和起来，因而

否定了尧舜相让的说法，认为“天子不能以天下与

人”。在解释舜何以有天下的问题时，在前儒“舜禹

揖让，汤武用师，非故相诡，乃各时也”的论述基础

上[19](p130)，又与墨子的天志学说相对，主张“天与贤，

则与贤；天与子，则与子”。因此，孟子认为圣人并

不必有天下，其曰：

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，而又有天子荐

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。继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废，

必若桀纣者也，故益、伊尹、周公不有天下。伊尹相

汤以王于天下。汤崩……太甲颠覆汤之典刑，伊尹

放之于桐……三年，以听伊尹之训己也，复归于

··066



亳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犹益之于夏，伊尹之于殷也。

主张周公辅成王与伊尹训太甲同例，周公虽摄

政，但上天未有废立，故无天子之命，仍为臣子，其

既不有天下，也就不存在“以天下让”的问题。如

此，则周公并无不臣之迹，摄政与归政，都是由天命

所定，而非出于私心私欲，既维护了周公的德性，又

解释了周公出处抉择的合理性，扫清了周公圣化在

君臣伦理方面的障碍。

（二）荀子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

荀子“化性起伪”的成圣路径，虽与孟子不同，

但同样认为“圣人也者，人之所积也”“积善而全尽，

谓之圣人”[1] (p144)。不过，荀子生当“专制天下前

夕”[9](p80)，其圣人学说比孟子更具有政治指向性，不

再关注于圣人之道德，而主意于圣人对天下的作

用，认为圣人是：“修百王之法，若辨白黑；应当时之

变，若数一二；行礼要节而安之，若生四枝；要时立

功之巧，若诏四时；平正和民之善，亿万之众而博若

一人。”[1](p130)使圣与王逐渐合一。

孟子力图使周公之迹合乎仁义礼智等道德，从

伦理角度为周公的圣化寻找自洽的解释，并将周公

塑造为一位圣人贤臣，相较于此，《荀子》则更多从

政治角度，将周公塑造为匡正天下、天下归心的圣

王，并立为“大儒之效”。如《荀子·儒效》以周公为

开篇，把周公树立为当时历史情境下，儒者最高最

终的榜样：

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，以属天

下，恶天下之倍周也。履天子之籍，听天下之断，偃

然如固有之，而天下不称贪焉。杀管叔，虚殷国，而

天下不称戾焉。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姬姓独居

五十三人，而天下不称偏焉。教诲开导成王，使谕

于道，而能揜迹于文武。周公归周，反籍于成王，而

天下不辍事周；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。天子也者，

不可以少当也，不可以假摄为也；能则天下归之，不

能则天下去之，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，以属天

下，恶天下之离周也。成王冠，成人，周公归周，反

籍焉，明不灭主之义也。周公无天下矣；乡有天下，

今无天下，非擅也；成王乡无天下，今有天下，非夺

也；变埶次序节然也。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；以弟

诛兄而而非暴也；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。因天下之

和，遂文武之业，明主枝之义，抑亦变化矣，天下厌

然犹一也。非圣人莫之能为。夫是之谓大儒之效。

在周、成关系上，他反对孟子所言“周公不有天

下”之说，认为天子既不可以“少当”，也不可以“假

摄”，因此周公不是以臣摄君之政，本身即“履天子

之籍”而有天下。周公之所以有天下，并非是擅越，

在于“天下者，至大也，非圣人莫之能有也”[1] (p326)，

“能则天下归之，不能则天下去之”。武王丧时，成

王年少不圣，周公为圣有能，周公“恶天下之倍周”，

遂“屏成王而及武王”，继承了武王之统绪。同时，

荀子也和孟子一样，不赞同墨家圣人相互“举以为

天子”的理论，认为“尧舜擅让，是虚言也”，但荀子

认为周公践祚既非墨子的“天鬼赏之”，也非孟子的

“天予之”，而是因“天下归之”，其归政也并不是因

孟子所说的天命不予，而是周公训成王“能揜迹于

文武”后，天下归心成王，“不辍事周”，周公为“因天

下之和，遂文武之业，明主枝之义”，便归政反籍，北

面事君。周成之间地位的转化、权力的转移，不过

是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。

抛开摄政与禅让的问题，荀子这种将周成地位

的变化，解释为“变埶次序节然”的说法，与《逸周

书·明堂》基本相合，应该反映了战国末期对这一问

题历史化的普遍认识。但荀子的不同在于将“君臣

易位”这种在战国看来必然导致天下大乱的变化形

势，而在周公那里却“天下厌然犹一”的原因，归结

于周公之圣。也就是说，墨子、孟子是通过论证周

公所为的合理性，来证明周公之圣，荀子则是认为

因“周公之圣”，故其行皆为合理合法，只不过，这种

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，“非圣人莫之能为”。如

周公之以臣代君，若于常人则为篡逆不忠，但《荀

子·臣道》云：“以德覆君而化之，大忠也……若周公

之于成王也，可谓大忠矣。”是将周公以自身圣人之

德“教诲开导成王，使谕于道，而能揜迹于文武”，看

作是忠的最高境界。再如周公诛管蔡，于常人必为

不悌，以往虽为之辩白，亦以为大义灭亲，不得不

为，然《仲尼》曰：“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。文王诛

四，武王诛二，周公卒业，至于成王，则安以无诛

矣。”是以周公诛管蔡，被荀子看作是圣王安治天下

的必然过程，“不可不诛”[1](p522)。

荀子这种将圣人称为“道之管”[1] (p133)，认为其

“执神而固”而“备道全美”的圣人论[1](p325)，显然是承

自孔子对圣人的理解，但是荀子又结合了墨子、孟

子等对成圣路径的诠释，使圣人可积善积学而致，

通过这种路径，将孔子基于学理而想象的“不得而

见”的终极理想境界，落实到周公等圣王的历史实

际之上，周公的圣人地位已不可置疑。这一方面体

现了荀子将孟子所述自尧舜文武而来的周孔之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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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孔之学，落实为周孔之政，使儒家的政治理想得

到了历史经验的证实，从而得以与墨家主张的夏

政、道家等鼓吹的黄老之道相抗；另一方面，在解决

周公圣化的问题上，荀子也由以往“知人论世”式的

辩论，发展为“非圣人莫之能为”的先验逻辑与循环

互证的论证方式，体现了其圣人观念的宗教化倾

向，为两汉在经学系统内讨论周公史事奠定了

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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